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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没好报？主动帮助对同事关系 

的“双刃剑”影响* 

陈良勇  曹仲怀  万文海  张玮婷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侨大学研究基地, 泉州 362021) 

摘  要  关于主动帮助行为与同事关系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现有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基于情感事件

理论和社会交换情感理论, 本研究揭示了主动帮助行为与受助者谦逊水平的交互对同事关系的“双刃剑”影响效应, 

厘清了受助者情感反应——表达感恩与能力面子压力所发挥的中介作用。通过连续 10 个工作日的日记调查(研究

1, N 个体内 = 507, N 个体间 = 53)和情境实验(研究 2, N = 216)收集数据。结果表明：当受助者谦逊水平高时, 主动帮助

行为会激发受助者表达感恩, 进而促进同事关系; 当受助者谦逊水平低时, 主动帮助行为会使受助者产生能力面

子压力, 进而抑制同事关系。本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主动帮助行为对同事关系复杂作用机理, 也为组织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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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同事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型熟人关系, 其情

感亲密度通常处于疏离与亲密之间, 兼具一定的距

离感和亲近性(Chen & Peng, 2008)。组织中良好的

同事关系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以及心理安

全感等(Abugre, 2017)。此外, 和谐的员工关系也有

助于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 进而形成良好的组织氛

围, 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汤一

鹏 等, 2022)。因此, 厘清同事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

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现有研究

表明 , 人际互动是影响同事关系的重要前因变量

(王淑红 等, 2019), 而主动帮助作为组织中较为常

见的人际互动行为, 可能会显著影响受助者对施助

者的关系评价。主动帮助是指个体在未收到明确请

求的情况下, 基于自己的预测和主动性, 自发地向

同事提供帮助 (Aime et al., 2017; Ouyang et al., 

2021)。 

对于主动帮助行为如何影响同事关系, 现有研

究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 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些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 关注主动帮助行

为的利他特性, 认为同事主动帮助会引发受助者产

生更积极的情感(Zhan et al., 2023), 从而促进双方

的关系评价。然而 , 也有研究基于自我肯定理论 , 

关注主动帮助所具有的威胁性(Harari et al., 2022), 

认为其会引发受助者的自我威胁反应, 进而负面影

响他们与施助者的关系(Harari et al., 2022)。由此可

见, 对受助者而言, 主动帮助行为是同时具有利他

性和威胁性的有机统一体, 完全割裂地采用单一视

角进行研究可能会有失偏颇。鉴于主动帮助行为的

混合特性, 本文认为其对受助者与施助者关系的影

响机制是复杂多元且因人而异。为了揭示现有研究

矛盾结论产生的根源 , 本文将研究重点由原来的

“主动帮助行为对受助者是否有益”转移到“主动帮

助行为对何人以及为何有益或有害”, 采用辩证的

视角探讨主动帮助对受助者与施助者同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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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重点关注受助者的谦逊特质在其中发挥的边

界作用。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社会交换情感理论的整

合框架,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主动帮助行为对同事关

系的影响机制, 揭示了其对施助双方关系产生的双

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情感事件理论指出, 个体会

根据对工作事件的认知评价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 

已有研究也表明环境中的事件是员工情感反应的

触发点。主动帮助行为作为工作场所中的一种情感

事件, 由于其本身同时具有利他性和威胁性, 个体

既可能对其做出积极评价, 也有可能产生消极评价, 

从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情感反应。一方面, 主动帮助

行为如果满足了受助者的需要, 受助者可能会通过

表达感激之情来做出积极回应(Nadler, 2015); 另一

方面, 主动帮助行为也可能反映施助者默认受助者

需 要 帮 助 , 如 果 受 助 者 将 其 解 读 为 低 能 力 暗 示

(Graham & Barker, 1990; Nadler, 2015), 则会产生

丢脸的消极情感。人情和面子是影响同事关系的两

个重要因素, 会显著影响受助者对施助者的同事关

系评价。综上所述, 为了清晰地刻画主动帮助行为

的“双刃剑”效应,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 引入

表达感恩和能力面子压力这两个反映人情和面子

的情感变量, 构建了主动帮助行为影响同事关系的

两种对抗性情感反应机制。 

那么积极和消极影响究竟在何时占据主导？

情感事件理论进一步指出, 人们对于工作事件的认

知评价及情感反应过程还受到个体特质的影响(陈

云, 杜鹏程, 2020)。Harari 等(2022)也指出, 帮助互

动的个体特征可能会影响主动帮助的效果。因此, 

本文关注受助者的谦逊特质如何影响其对主动帮

助行为的情感反应。谦逊体现了个体能否客观看待

自身局限性以及是否执着于社会支配地位等特性

(Exline, 2012)。高谦逊受助者在面对主动帮助时, 

会认可施助者的付出并表达感恩, 从而促进同事关

系。相反 , 低谦逊受助者具有较高的防御性自尊 , 

更加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 更容易将主动帮助误

解为对自己能力的质疑(Morris et al., 2005), 进而

产生能力面子压力, 从而破坏同事关系。因此, 本

研究认为受助者的谦逊是影响主动帮助这一工作

事件引起受助者何种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同事关系

的关键边界条件。综上所述, 本研究以情感事件理

论为基础, 揭示了主动帮助这一工作事件与个体谦

逊特质的交互对受助者两种情感反应——表达感

恩与能力面子压力的影响, 并结合社会交换情感理

论, 探讨不同情感反应对同事关系的影响, 本文的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 
 

1.1  理论基础 

本文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社会交换情感理论

展开研究。情感事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工作事件如

何激发员工的情感反应, 以及这些反应如何塑造个

体的态度和行为(Weiss & Cropanzano, 1996)。该理

论指出, 面对组织环境中的不同工作事件, 员工对

事件的认知评估会引发相应的情感反应, 而这一过

程还受到个体特质的影响(段锦云 等, 2011)。社会

交换情感理论通过整合情感分析维度, 对社会交换

理论进行了拓展, 有效解决了该理论在阐释个体情

感生成机制及其影响效应方面的局限性。该理论着

重分析社会互动中情感要素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人

际关系的塑造作用(Lawler, 2001), 认为行动者倾向

于追求积极情感、回避消极情感, 这种倾向促使人

们在体验积极情感时聚集, 而在经历消极情感时则

选择疏远(Tse & Dasborough, 2008)。 

两个理论均基于情感归因理论和认知评价过

程, 都以个体的情感反应为核心, 侧重点不同, 但

可以相互补充。具体而言, 情感事件理论关注情感

的产生, 认为个体对工作事件的积极或消极的认知

评价会引起不同的情感反应, 而这一评价过程受到

个体特质的影响(Weiss & Cropanzano, 1996)。而社

会交换情感理论则关注情感的后果, 强调情感反应

对人际关系的作用。通过结合两种理论的核心观点, 

可以系统地解释个体面对工作事件时的情感反应

及其对同事关系的影响过程。综上所述, 本文基于

情感事件理论和社会交换情感理论, 探讨不同谦逊

水平的受助者对主动帮助行为的差异化反应。 

1.2  主动帮助行为与受助者谦逊的交互对表达

感恩的影响 

情感事件理论指出, 个体会通过认知评价系统

评判工作事件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陈云, 杜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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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当认为工作事件结果有利于自己时 , 会产

生积极的情感反应(Lawler, 2001)。谦逊的个体能够

客观地评估自身能力, 承认自身的局限性, 并且能

够赞赏他人的优点与贡献(Diao et al., 2019; Shaw & 

Mao, 2021)。因此, 面对同事的主动帮助, 他们更倾

向于将其视为一种有益于自己完成任务的行为。也

就是说, 高谦逊的受助者更有可能认为同事的主动

帮助行为是自己所需要的, 进而对其表达感恩。此

外, 谦逊的个体还具有向他人学习的心态(Zhong et 

al., 2020; 毛江华 等, 2016)。现有研究指出, 帮助

行为既有可能被员工理解为促进团队学习的行为, 

也有可能被视为进行内部竞争的手段(Han et al., 

2020)。而谦逊的受助者更有可能将接受帮助视为

学习的机会。这是因为谦逊的个体对自己的局限性

持有非防御性立场, 能够客观地接受帮助行为对自

身完成工作任务的促进作用(Exline, 2012)。换而言

之, 谦逊的受助者倾向于认为同事提供的主动帮助

是有效的。进一步, 高谦逊个体能够欣赏并钦佩他

人的长处与贡献(Owens et al., 2013), 并将帮助互

动中的积极结果归因于施助者(McCullough et al., 

2002)。因此, 他们对同事的主动帮助持积极评价, 

认为这种帮助对自己有利, 并由此激发对施助者的

感恩之情。 

相比之下, 低谦逊的员工往往倾向于高估自己

的知识和能力, 从而形成一种自身能力强的错误自

我认知(Davis et al., 2011), 可能会认为同事的主动

帮 助 行 为 不 是 自 己 所 需 的 或 有 用 的 (Lee et al., 

2019)。当帮助行为与受助者意愿不匹配时, 将导致

受助者产生消极的情感反应(Dalal & Sheng, 2019)。

其次, 低谦逊的员工不会承认自身的不足且具有较

低的开放性(Owens et al., 2013)。低谦逊的员工会倾

向性地认为, 同事的主动帮助是因为自己在他人看

来能力不足以独立完成工作(Harari et al., 2022)。这

是低谦逊者难以接受的, 因此更可能将主动帮助行

为视为对自身能力的质疑和挑战, 进而对施助者产

生消极情感。最后, 低谦逊的员工往往具有较强的

优越感, 认为自己理应受到特殊优待(Davis et al., 

2016), 可能会将同事的主动帮助视为一种讨好行

为, 而不会对施助者心怀感激。基于以上分析, 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主动帮助与受助者谦逊的交互影响受助者

的表达感恩。对高谦逊水平的受助者而言, 主动帮

助正向影响受助者的表达感恩, 反之则两者关系不

显著。 

1.3  表达感恩和同事关系 

情感作为一种沟通渠道, 能够传递个体之间的

社会联系强度(Davis et al., 2013)。根据社会交换情

感理论, 初始的社会互动引发的情感反应会反过来

塑造后续的社会互动(Kim et al., 2018)。表达感恩作

为一种积极情感, 不仅能促使受益者展现亲社会行

为(Bartlett et al., 2012), 还能通过情感信号传递受

助者对帮助的积极回应(Tsang, 2006; Wood et al., 

2008), 增强与同事维持关系的意愿。此外, 表达感

恩有助于建立信任和承诺, 反映了受助者对关系持

续性的重视(Bartlett et al., 2012)。从更广泛的角度

来看, 表达感恩是受助者对所接受帮助的亲社会回

报 , 能够进一步促进双方人际关系的形成和维持

(Hu & Kaplan, 2015)。因此, 本研究认为受助者的

表达感恩通过亲社会互惠机制对同事关系产生积

极影响。综上, 高谦逊水平的受助者在面对同事的

主动帮助时 , 会产生表达感恩这一积极情感反应 , 

从而促进其对施助者的同事关系评价。由此, 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2：受助者表达感恩中介了主动帮助和受助者

谦逊的交互对同事关系的影响。即受助者谦逊水平

越高, 同事主动帮助行为通过受助者表达感恩正向

作用于同事关系的间接效应越强, 反之则越弱。 

1.4  主动帮助行为与受助者谦逊的交互对能力

面子压力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主动帮助行为可能会导致低谦逊

的受助者产生能力面子压力。能力面子压力是指个

体渴望获得他人对其工作能力及相关成就、财富、

地位等附属品的认可(马璐, 谢鹏, 2021), 当感知到

自己未能获得这些认可时 , 所产生的丢面子压力

(马蓓 等, 2018)。能力面子压力是一种消极的情感

体验, 包括羞愧、尴尬或自我怀疑等。情感事件理

论指出, 组织成员会对工作中经历的特定事件进行

评价, 不同的评价结果会引发不同的情感反应。现

有研究表明, 不同于反应性帮助(即施助者收到求

助后的帮助行为), 主动帮助行为可能会使受助者

产生一定的威胁感 (Harari et al., 2022)。因此, 受

助者可能会将主动帮助行为视为一种消极的情感

事件, 从而对这种行为做出负面评价, 并产生消极

的情感反应。具体而言, 受助者可能会将同事的主

动帮助行为视为对自己能力的质疑, 认为接受帮助

暗示了自己缺乏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Sierksma & 

Shutts, 2020)。这种对主动帮助行为的消极评价会

导致受助者产生在同事面前丢脸的消极情感, 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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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子压力。 

首先 , 低谦逊的员工通常会高估自身的能力 , 

具有较高的防御性自尊(Morris et al., 2005), 非常

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渴望获得高度认可。当同

事主动提供帮助时, 他们往往会过度解读这一行为, 

认为这是对自己能力的质疑, 从而感到自己的专业

水平未被充分认可。而个体的能力面子压力来源于

寻求他人对自己能力认可的不满足(马蓓 等, 2018)。

因此, 低谦逊的员工在面对主动帮助时更容易产生

能力面子压力。其次, 低谦逊员工更想证明自己的

能力优于其他人(Owens et al., 2013), 更有可能将

帮助视为一种团队的内部竞争。在帮助这一人际互

动中, 给予被认为是力量和地位高的标志, 而接受

则 是 低 能 力 和 低 地 位 的 标 志 (Carnevale et al., 

2021)。在面对同事的主动帮助时, 低谦逊受助者不

仅会觉得这种帮助并非所需(Harari et al., 2022), 甚

至可能将其解读为施助者在展示或炫耀自身能力, 

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Harari et al., 2022; Landis 

et al., 2021)。这会让低谦逊员工感觉到自己的地位

和能力被公开质疑, 进而认为自己在组织中丢了面

子。综上所述, 低谦逊员工更有可能将主动帮助行

为看成是对自己面子的威胁, 从而更容易产生能力

面子压力。 

相比之下 , 高谦逊的个体更关注他人的付出 , 

而非单纯聚焦于自身评价(Davis et al., 2013), 能够

清晰认识并平衡地看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Diao et 

al., 2019)。因此, 面对同事提供的主动帮助, 他们

不会纠结于自身能力是否被低估, 而是更倾向于赞

赏他人对自己的帮助 , 因此不会产生能力面子压

力。此外, 具有高谦逊品质的人往往能够摒弃“攀比

-对抗”的思维模式, 在社交过程中展现出开放的学

习态度。他们善于发现并欣赏他人的长处与成就, 

且不会因此产生威胁感(毛江华 等, 2016)。因此, 

高谦逊的受助者在面对主动帮助时, 会认可施助者

的贡献并对其产生积极态度, 而不易因威胁感产生

能力面子压力。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主动帮助行为和受助者谦逊的交互影响受

助者的能力面子压力。对低谦逊水平的受助者而言, 

主动帮助行为会显著影响受助者的能力面子压力, 

反之则不显著。 

1.5  能力面子压力和同事关系 

现有研究认为, 关系的形成涉及不同的潜在性

质和动机(Fan, 2002), 而面子是一切形式关系的重

要前提(Yeung & Tung, 1996)。个体之间想要建立关

系, 必须表现出明显的行为以增强他人的面子。相

反, 当表现出的行为削弱到个体的面子时, 个体会

感知到低质量的人际关系(Chou et al., 2014)。在低

谦逊的员工看来, 同事的主动帮助行为向旁观者传

递了自己能力低下的信号, 会让自己在他人面前损

失面子, 从而会对施助者及其帮助行为进行负面评

价(Harari et al., 2022)。这种社会交换互动中典型的

消极反应会降低受助者对施助者同事关系的评价

(Harari et al., 2022)。此外, 在工作中感到丢面子可

能会引发员工在组织中失去公众形象的感知, 而根

据自利性偏差观点(Campbell & Sedikides, 1999), 

员工倾向于将负面结果归因于他人。因此, 低谦逊

的受助者会对施助者产生厌恶反应, 进而引发回避

行为。更重要的是, 因为面子通常用于建立长期的

个人关系, 失去面子会导致有意的社会行为, 例如

切断与那些削弱或威胁自己面子人的联系(Chou et 

al., 2014)。而个体间缺少联系将会破坏双方现有的

关系。综上所述, 面对同事的主动帮助时, 低谦逊

受助者可能会产生能力面子压力, 这种心理状态可

能导致其采取不当的人际应对策略, 进而对同事关

系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受助者能力面子压力中介了主动帮助和受

助者谦逊的交互对同事关系的影响。即受助者谦逊

水平越低, 同事主动帮助行为通过受助者能力面子

压力负向作用于同事关系的间接效应越强, 反之则

不显著。 

2  研究 1: 日记法调查 

2.1  样本来源与调查程序 

研究 1 采用了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 以捕捉关键变量的动态变化。施助

者提供主动帮助的时间以及实际提供主动帮助的

经历每天都不同(Lee et al., 2019), 受助者所收到的

同事主动帮助行为每天也会变化。本文的其它变量

(表达感恩、能力面子压力和同事关系)也每天都在

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 ESM 研究设计能更好地刻

画出主动帮助行为对受助者产生的即时反应和影

响。本研究的调研样本来自于我国南方的几家公司, 

这些公司员工在工作时间有着密切沟通, 在人事部

门的协助下, 共有 68 名员工同意参与调研。在调研

正式开始前, 我们会向参与者介绍调研目的和程序, 

并保证数据仅供学术研究使用。此外, 鉴于本研究

关注的是主动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二元关系, 我

们参考 Watkins 等(2023)的做法, 要求参与者提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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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工作中与其有人际互动的普通同事。同时, 为

了保护个人隐私, 我们要求参与者指明每个被提名

同事的别名, 在后续调查中将使用提名同事的别名

(Tai et al., 2023)。 

调查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一次性调查, 

在每日调查开始前一周向 68 名员工发送了一份自

评问卷。在一次性调查中, 我们从参与者所提名的

3 位同事中随机选择一位, 并指示参与者在回答所

有调查问题时只参考这位随机选择的提名同事, 并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进行每日调查。首先, 我们询问

参与者是否可以通过别名识别所选同事, 并要求其

评估与该同事的额外关系特征, 包括与该同事共事

时长和互动频率。最后, 参与者汇报自身的性别、

年龄、工作层级、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社会称许

以及谦逊水平。最终回收 5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3.82%)。第二阶段为连续 10 个工作日的每日调查, 

日调研问卷分为两个时点发放：每天上午 9 点邀请

参与者报告其当天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下午 5

点邀请参与者报告当天得到的主动帮助、表达感

恩、能力面子压力和同事关系。 

为了确保真实性和保密性, 问卷调查以匿名形

式展开, 在调查问卷开始前, 给每位被试进行编号

以便于后续数据的匹配。剔除了未回答、规律作答

和回答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后, 得到了包含 53 名

被试的 507 份匹配问卷(潜在匹配问卷数 = 57 人

×10 份 , 回收率为 88.95%)。最终样本男性占比

52.8%, 女性占比 47.2%。被试主要来源于生产、研

发等岗位。被试平均年龄为 33.15 岁(SD = 6.46 岁), 

工作年限平均为 9.42 年(SD = 6.72 年)。45.3%的被

试为普通员工, 基层、中层以及高层管理者占比分

别为 37.7%、11.3%和 5.7%。 

2.2  测量工具 

为保障测量工具的科学性, 所有变量均采用被

证明有良好信效度的量表。鉴于中西方语言表达习

惯的不同, 邀请了本领域的博士研究生, 将所有的

英文量表都遵循标准的翻译和回译程序翻译成中

文 , 形成最终施测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Likert) 5 点计分法。 

主动帮助行为。采用 Lee 等(2019)的帮助行为

量表, 其中主动帮助行为包含 3 个测量项目, 被试

自我汇报每天接受到提名同事的主动帮助, 代表性

题项如“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 今天该同事帮助我

解决了工作相关问题”,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6。 

表达感恩。采用 Lee 等(2019)开发的量表, 由

员工自我报告每天对提名同事的表达感恩, 包含 3

个题项, 例如“今天我对该同事表达了感激”。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7。 

能力面子压力。采用常涛等(2014)开发的能力

面子压力量表, 包含 4 个题项, 例如“今天我感到自

己的工作能力受到了质疑”。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2。 

同事关系。同事关系是指受助者对主动帮助提

供者的同事关系评价。本研究采用 Harari 等(2022)

的测量方案, 即将受助者与施助者的关系评价操作

为可喜欢性或友好性。员工自我汇报在多大程度上

同意该提名同事是“可喜欢的”、“友好的”、“温暖的”, 

共 3 个题项, 例如“今天我认为该同事是温暖的”。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7。 

谦逊。通过参考现有研究对于谦逊的测量方案, 

本研究采用 Davis 等(2016)改编的谦逊量表, 该量

表由员工自评, 共 16 个题项。代表题项包括“我具

有谦逊的品格”。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4。 

控制变量。鉴于以往研究(Herman et al., 2008)

表明性别、年龄、工作层级、教育程度、工作年限、

与同事共事时长以及与同事的互动频率等因素对

同事关系存在显著影响, 本研究将对这些变量进行

控制。此外, 参考现有关于主动帮助行为的 ESM 研

究方案(Chi et al., 2023; Lee et al., 2019; Zhan et al., 

2023), 发现需要控制参与者当天的积极情绪和消

极 情 绪 。 因 此 , 本 研 究 采 用 PANAS 的 简 表

(Mackinnon et al., 1999), 共 10 个题项, 测量个体的

一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9 和 0.93。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调查

法可能面临社会期许效应的影响, 参与者可能出于

主观认知偏差进行倾向性回答。为有效控制该干扰

因 素 , 本 研 究 引 入 了 社 会 称 许 性 作 为 控 制 变 量

(Crowne & Marlowe, 1960),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3。最后, 根据 Beal (2015)的 ESM 实践建议, 

我们控制了前一个工作日对每个内生变量的滞后

评估, 以更好地建立假定的因果顺序。同时, 为了

考 虑 潜 在 的 周 期 性 和 其 他 时 间 因 素 , 我 们 遵 循

Gabriel 等(2019)的做法, 控制了一周中的某一天以

及该天的正弦和余弦函数。 

2.3  统计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 数据呈现跨层次嵌套

结构。首先, 使用 Mplus 8.0 进行多层次验证性因

子分析, 并利用 SPSS 21.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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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 采用 Mplus 的多水平路径分析对理论模型

进行检验。在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时, 运用 R 软

件进行 20 000 次蒙特卡洛模拟, 通过 95%置信区间

(CI)评估假设的统计显著性。 

2.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2.4.1  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 

我们首先进行了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 以评

估测量模型的拟合度, 结果如表 1 所示。多层次五

因 子 测 量 模 型 的 拟 合 度 达 到 标 准 (2/df = 2.63, 

RMSEA = 0.06, CFI = 0.98, TLI = 0.97, SRMR = 

0.04), 并且比其他任何两个因子在个体内部层面

合并的替代模型拟合得更好, 这表明本研究的 5 个

核心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五因子模型：假设的测量模型; 四因子模型 a: 

合并表达感恩与同事关系; 四因子模型 b: 合并能

力面子压力与同事关系; 四因子模型 c: 合并主动

帮助行为与表达感恩; 四因子模型 d: 合并主动帮

助行为与能力面子压力。 

2.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此外, 为了检验主动帮助行为、表达感恩、能力面

子压力 , 以及同事关系在个体内层次的动态变化 , 

在正式进行假设检验前, 本研究通过构建零模型计

算组内相关系数(ICC)。结果显示, 主动帮助行为、

表达感恩、能力面子压力、同事关系的个体内占总

变异量方差分别为 21.8%、47.3%、30.1%、22.1%, 

表明上述变量存在显著的个体内差异。 

2.4.3  假设检验 

针对数据的层级结构特征, 本研究运用 Mplus 

8.0 统计软件构建多层次路径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个体内 SRMR 个体间

五因子模型 207.40 79 2.63 0.98 0.97 0.06 0.04 0.07 

四因子模型 a 826.72 82 10.08 0.87 0.83 0.13 0.13 0.07 

四因子模型 b 946.22 82 11.54 0.85 0.80 0.14 0.21 0.07 

四因子模型 c 1598.94 82 19.50 0.73 0.65 0.19 0.15 0.07 

四因子模型 d 1713.67 82 20.90 0.71 0.63 0.20 0.23 0.07 

注：N (个体内层面) = 507, N (个体间层面) = 53 

 

表 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积极情绪  −0.14* 0.33** 0.25** 0.06 0.23**         

2.消极情绪 −0.19**  0.08 0.17** 0.04 0.03          

3.主动帮助 0.31** 0.39**  0.45** 0.29** 0.42**         

4.表达感恩 0.25** 0.33** 0.38**  0.02 0.45**         

5.能力面子压力 0.16** 0.16** 0.46** 0.04  −0.27**         

6.同事关系 0.09* 0.20** 0.18** 0.49** −0.42**           

7.性别 0.02 −0.41** −0.10* 0.05 −0.12** 0.25**         

8.年龄 0.52** 0.17** 0.48** −0.04 0.21** −0.01 −0.01         

9.教育程度 0.11* 0.07 0.26** 0.01 0.08 −0.04 −0.34** 0.07        

10.工作年限 0.42** 0.18** 0.44** 0.01 0.13** 0.21** 0.14** 0.88** −0.19**       

11.与同事共事时间 0.43** 0.07 0.31** 0.18** −0.02 0.21* 0.16* 0.65** −0.21* 0.67**      

12.与同事互动频率 −0.02 −0.04 −0.18** 0.33** 0.08 −0.02 0.09* −0.38** −0.07 −0.32** −0.24**     

13.组织层级 0.29** 0.28** 0.33** −0.02 0.18** −0.05 −0.21** 0.66** 0.30** 0.50** 0.30** −0.41**    

14.社会称许 0.07 0.20** 0.13** 0.19** −0.34** 0.40** 0.13** 0.15** −0.12** 0.15** 0.14* −0.17** 0.15**   

15.谦逊 −0.12** 0.21** −0.03 0.33** −0.49** 0.43**−0.26** −0.18** 0.18** −0.18** −0.08 0.12** −0.001 0.36**  

均值 3.53 2.35 3.47 3.41 2.87 3.09 1.47 33.15 3.26 9.42 2.77 4.53 1.77 3.45 3.44

SD 个体内 0.90 0.76 1.22 1.28 0.95 1.04          

SD 个体间 0.56 0.51 0.67 0.93 0.58 0.57 0.50 6.46 0.63 6.72 1.28 1.56 0.87 0.80 0.73

注：N (个体内层面) = 507; N (个体间层面) = 53。对角线上方为个体内相关系数; 对角线下方为个体间相关系数, 由个体内变量聚

合到个体间层面后计算得出。*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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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主动帮助与谦逊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受助

者的表达感恩(b = 0.30, SE = 0.10, p < 0.01)。进一

步, 本研究分别取谦逊均值上下 1 个标准差进行简

单斜率分析。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 在谦逊水平

高时 , 主动帮助行为对表达感恩的积极影响显著

(slope = 0.72, t = 6.35, p < 0.001); 而在谦逊水平低

时, 主动帮助行为对表达感恩的影响不显著(slope 

= 0.12, t = 1.01, p = 0.32)。因此, 假设 1 得到了验

证。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受助者谦逊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画出了受助者谦逊在高低水平下, 同事主动

帮助行为与表达感恩之间的关系图(见图 2)。 

此外,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表 3), 主动帮助行

为与谦逊的交互对能力面子压力具有显著预测效

应(b = −0.28, SE = 0.08, p < 0.01)。同上, 研究对均

值±1 个标准差的谦逊水平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简

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 在谦逊水平低时, 主动帮助

行为对能力面子压力的积极影响显著(slope = 0.44,  

 

t = 3.50, p = 0.001); 而在谦逊水平高时, 主动帮助

行为对受助者能力面子压力影响不显著 (slope = 

−0.12, t = −0.97, p = 0.34)。因此, 假设 3 得到了验

证。为清晰呈现受助者谦逊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画

出了在受助者谦逊高低水平下, 主动帮助行为与能

力面子压力之间的关系图(见图 3)。 
 
 

 
 

图 2  不同谦逊水平下主动帮助行为对表达感恩的影响 

表 3  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表达感恩 能力面子压力 同事关系 

b SE b SE b SE 

控制变量       

性别 0.09 0.27 −0.20 0.13 0.23 0.13 

年龄 −0.07 0.04 0.03 0.02 −0.09 0.02 

教育程度 0.17 0.18 0.02 0.13 0.12 0.11 

工作年限 0.03 0.04 −0.01 0.02 0.08*** 0.02 

与同事共事时间 0.27* 0.14 −0.05 0.05 0.01 0.06 

与同事互动频率 0.21*** 0.06 0.09 0.03 −0.05 0.04 

职位层级 0.13 0.16 0.08 0.10 −0.002 0.10 

社会称许 0.15 0.14 −0.01 0.08 0.08 0.08 

积极情绪 0.17** 0.06 −0.06 0.05 0.13* 0.05 

消极情绪 0.06 0.07 0.06 0.06 −0.03 0.07 

Day of week −0.01 0.06 −0.03 0.06 0.06 0.07 

SIN −0.04 0.09 −0.14 0.10 0.13 0.12 

COS −0.01 0.04 0.04 0.06 −0.04 0.05 

表达感恩(t-1) −0.01 0.03     

能力面子压力(t-1)   0.04 0.04   

同事关系(t-1)     −0.10* 0.05 

自变量       

主动帮助行为 0.42*** 0.07 0.16* 0.07 0.34*** 0.08 

中介变量       

表达感恩     0.18** 0.06 

能力面子压力     −0.33*** 0.06 

调节变量       

谦逊 0.28 0.16 −0.40*** 0.11 0.18 0.10 

跨层交互项       

主动帮助行为×谦逊 0.30** 0.10 −0.28** 0.08   

注：N (个体内层面) = 507, N (个体间层面) = 53, *p < 0.05,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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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谦逊水平下主动帮助行为对能力面子压力的

影响 
 

如表 3 所示, 表达感恩对同事关系有显著正向

影响(b = 0.18, p < 0.01)。进一步, 运用 R 软件进行

20 000 次蒙特卡洛模拟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表

4 结果表明, 当受助者具备较高谦逊特质时, 同事

主动帮助通过受助者表达感恩对同事关系的间接

效应显著为正 (效应量  = 0.26, 95% CI = [0.14, 

0.39])。而在受助者谦逊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间接效

应不显著(效应量 = 0.07, 95% CI = [−0.03, 0.17])。

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 两种情况下的间接效应差异

显著(indirect effect = 0.19, 95% CI = [0.07, 0.33])。

因此, 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如表 3 所示, 能力面子压力对同事关系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b = −0.33, p < 0.001)。进一步, 运用 R

软件进行 20 000 次蒙特卡洛模拟检验被调节的中

介效应。表 4 结果表明, 当受助者谦逊水平较低时, 

同事主动帮助通过受助者能力面子压力对同事关

系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效应量 = −0.09, 95% CI = 

[−0.17, −0.03]), 而在受助者谦逊水平较高的情况

下, 同事主动帮助通过受助者能力面子压力对同事

关系的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量  = −0.0001, 95% 

CI = [−0.04, 0.04])。假设 4 得到了验证。 

研究 1 通过经验取样的问卷调查, 有效地刻画

出了主动帮助行为对受助者产生的即时反应和影

响, 验证了本文的研究模型。但问卷调查存在明显

的局限性, 即无法验证主动帮助行为和同事关系之 

 

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 员工汇报的同事主动

帮助行为可能来自于关系较好的同事。因此, 为了

进一步检验理论模型的有效性, 我们将在研究 2 中

采用情境实验的方法对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进行验

证。情境实验法可以解决研究模型的反向因果问题, 

通过设置情境可以有效控制施助者的性别以及与

受助者的初始同事关系水平, 从而避免因同事关系

好而产生主动帮助行为的情况。 

3  研究 2: 情境实验研究 

3.1  研究样本 

首先, 借助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9), 

以独立样本 t 检验为统计方法, 设定显著性水平 α = 

0.05 和中等效应量(d = 0.5), 计算得出为达到 95%

的统计检验力, 本实验至少需要 210 名被试。研究

2 样本来自于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等不同行业

的多家企业 ,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协助下 , 

招募全职员工作为实验对象, 共招募到 300 名员工

参与实验, 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将实验材料及

问卷发放给参与者。基于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和标

准, 剔除答题时间过短、答案完全一致以及未通过

注意力检查的样本后, 最终保留 216 份有效样本, 

有效回收率为 72%。最终样本中, 女性占比 47.7%, 

男性占比 52.3%; 学历分布主要集中在专科和本科, 

专科以上学历的参与者占 82.9%; 年龄分布主要集

中在中青年, 25 岁及以下占 9.7%, 26~35 岁占 21.3%, 

36~45 岁占 37.0%, 46~55 岁占 29.6%, 56 岁及以上

占 2.3%; 在职位构成中, 普通员工的比例最高, 占

53.7%; 基层管理者占 25.9%, 中层管理者占 14.4%, 

而高层管理者的比例最低, 仅为 6.0%。工作年限平

均为 11.81 年(SD = 10.11)。与团队同事共事时长平

均为 7.74 年(SD = 7.76)。 

3.2  实验设计与流程 

鉴于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个体特质, 难以通过

情景设计进行有效操纵。借鉴现实验设计的普遍做

法(张颖 等, 2022),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有条件的间接效应 

主动帮助→表达感恩→同事关系 主动帮助→能力面子压力→同事关系 

效应量 
CI (95%) 

效应量 
CI (95%)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高谦逊水平 0.26 0.14 0.39 −0.0001 −0.04 0.04 

低谦逊水平 0.07 −0.03 0.17 −0.09 −0.17 −0.03 

间接效应的组间差异 0.19 0.07 0.33 0.09 0.02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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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主动帮助行为这一变量进行操控。借鉴以往关

于主动帮助行为的情景研究设计(Harari et al., 2022; 

Zhan et al., 2023), 并基于本文的具体研究情境, 设

计了同事主动帮助行为的情景描述。将被试随机分

到实验组(主动帮助行为, n = 107)与对照组(无主动

帮助行为, n = 109)。参与者阅读了一个关于在一家

营销服务公司中工作的情景, 实验情境描述如下：

“假设你在一家营销服务公司工作, 你的工作涉及

分析数据和起草营销策略。现在你所在的团队为客

户启动了一个项目, 经理要求你就营销策略提出一

些想法, 并准备一份报告在下次项目会议上提交。

小王是你所在团队的一个成员, 与你保持着普通同

事关系。当小王走过你的办公桌时”。在主动帮助

情境下 , 参与者会阅读到以下内容：小王停下来 , 

说：“我很乐意帮你想出投资策略的点子。如果你

把数据发给我, 我还可以为下一次项目会议提出一

些想法”。在没有得到同事主动帮助的情况下, 参与

者会阅读到以下内容：小王直接从你办公桌前走过, 

你没有向小王寻求帮助, 小王也没有主动帮助你。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在阅读

了情境材料后, 被试完成了操纵检查并回答相关问

题。填写包括表达感恩、能力面子压力、同事关系、

谦逊、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社会称许的问

卷。为保证填答质量 , 参考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 , 

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质量控制题项(即请选择“非常

同意”)。 

3.3  变量测量 

操纵检验。为了检验对主动帮助行为情境的操

纵, 采用 Lee 等(2019)对于同事主动帮助行为的测

量量表, 并根据研究情境对该量表进行了适当改编, 

共包含 3 个题项。代表性题目如“小王在被请求之

前主动帮助我”。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0。 

其它变量测量。谦逊、表达感恩、能力面子压

力、同事关系、社会称许均采用与研究 1 相同量表。

其中, 谦逊的 Cronbach’s α 为 0.93, 表达感恩为

0.88, 能力面子压力为 0.89, 同事关系为 0.86, 社

会称许为 0.93。同时, 与研究 1 相同, 控制了人口

统计学特征, 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位和工

作年限等。 

3.4  实验结果 

3.4.1  操纵检验 

首先对实验操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在主动帮助条件下(n = 107)的受

试者比在无主动帮助条件中(n = 109; M = 2.04, 

SD = 0.65)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同事主动帮助行为

(M = 4.59, SD = 0.45), 这一差异是显著的, t(214) = 

−33.49, p < 0.001, Cohen's d = 4.56。因此, 研究 2

对主动帮助的操纵是有效的。 

3.4.2  假设检验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 5。研

究结果显示(表 6), 主动帮助行为操纵与谦逊的交

互对受助者的感恩表达具有显著影响(b  = 0.14, 

SE = 0.03, p < 0.001)。为进一步分析调节变量的作

用, 研究对均值±1 个标准差的谦逊水平进行简单

斜率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在谦逊水平高时, 主动

帮助行为对表达感恩的积极影响显著(slope = 0.26,  
 

表 5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性别 - -             

2 年龄 2.94 1.00 −0.21**            

3 教育程度 2.30 0.81 0.01 −0.06           

4 工作年限 11.81 10.11 −0.32** 0.65** 0.10          

5 与同事共事时间 7.74 7.76 −0.22** 0.47** 0.02 0.73**         

6 与同事互动频率 4.94 1.72 0.14* −0.39** 0.01 −0.24** −0.21**        

7 组织层级 1.73 0.92 −0.06 0.21** 0.19* 0.25** 0.24** −0.09       

8 社会称许 3.84 0.89 −0.10 0.06 −0.07 −0.04 0.03 0.04 −0.11      

9 主动帮助 0.50 0.50 −0.09 0.07 0.02 0.00 −0.06 0.01 0.01 0.09     

10 表达感恩 4.58 0.54 −0.12 0.01 0.10 −0.02 0.01 0.04 −0.06 0.38** 0.37**    

11 能力面子压力 2.80 1.29 0.12 0.16* 0.32** 0.06 −0.09 −0.17* 0.24** −0.22** 0.12 −0.11   

12 谦逊 3.69 0.80 −0.15* −0.14* −0.25** −0.06 0.01 0.08 −0.12 0.37** 0.04 0.18** −0.47**  

13 同事关系 3.78 0.95 −0.11 −0.09 −0.12 0.04 0.09 0.15* −0.09 0.17** 0.05 0.27** −0.38** 0.34**

注: N = 216; 年龄：1 =25 岁及以下, 2 = 26~35 岁, 3 = 36~45 岁, 4 = 46~55 岁, 5 = 55 岁以上; 教育程度：1 = 高中及以下, 2 = 专科, 

3 = 本科, 4 = 硕士及以上; 互动频率：1 = 每三个月一次, 2 = 每月一次, 3 = 两周一次, 4 = 每周一次, 5 = 每周几次, 6 = 每天一次, 

7 = 每天几次; 组织层级：1 = 普通员工, 2 = 基层管理者, 3 = 中层管理者, 4 = 高层管理者。*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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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表达感恩 能力面子压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常量 4.51 0.25 4.40 0.23 4.35 0.22 0.77 0.56 1.47 0.53 1.58 0.51 

性别 −0.11 0.07 −0.07 0.07 −0.09 0.07 0.34* 0.16 0.26 0.15 0.30 0.15 

年龄 0.02 0.05 0.01 0.05 0.02 0.04 0.28* 0.11 0.14 0.10 0.12 0.10 

教育程度 0.10* 0.04 0.11* 0.04 0.13** 0.04 0.45*** 0.10 0.32*** 0.09 0.28** 0.09 

工作年限 −0.00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与同事共事时间 0.003 0.01 0.01 0.01 0.01 0.01 −0.05** 0.02 −0.04** 0.01 −0.03* 0.01 

与同事互动频率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10* 0.05 −0.09* 0.05 −0.08 0.04 

职位层级 −0.03 0.04 −0.03 0.04 −0.02 0.04 0.23* 0.09 0.22** 0.08 0.20* 0.08 

社会称许 0.22*** 0.04 0.19*** 0.04 0.16*** 0.04 −0.24** 0.09 −0.09 0.09 −0.01 0.09 

主动帮助行为操纵   0.14*** 0.02 0.15*** 0.02   0.18*** 0.05 0.17*** 0.05 

谦逊   0.02 0.05 −0.08 0.05   −0.58*** 0.10 −0.38*** 0.11 

主动帮助行为操纵×谦逊     0.14*** 0.03     −0.30*** 0.07 

R² 0.17 0.30 0.36 0.27 0.39 0.43 

△R2 0.17*** 0.13*** 0.06*** 0.27*** 0.12*** 0.04*** 

F 5.47*** 19.13*** 19.57*** 9.38*** 20.36*** 16.86*** 

注：N = 216, *p < 0.05, **p < 0.01, ***p < 0.001 

 

t = 7.42, p < 0.001), 而在谦逊水平低时, 主动帮助

行为对表达感恩的影响不显著(slope = 0.03, t = 

0.95, p = 0.34)。因此, 假设 1 得了验证。为清晰呈

现受助者谦逊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分别绘制了高低

谦逊水平下同事主动帮助行为与表达感恩的关系

图(见图 4)。 
 

 
 

图 4  不同谦逊水平下主动帮助行为对表达感恩的影响

(研究 2) 
 

表 6 模型 6 结果表明, 主动帮助行为操纵和受

助者谦逊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受助者的能力面子压

力(b = −0.30, SE = 0.07, p < 0.001)。同上, 研究对均

值±1 个标准差的谦逊水平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简单

斜率分析结果表明, 在谦逊水平低时, 主动帮助行

为对能力面子压力的积极影响显著(slope = 0.41, 

t = 5.49, p < 0.001), 而在谦逊水平高时, 主动帮助

行为对能力面子压力的影响不显著(slope = −0.07, 

t = −0.92, p = 0.36)。假设 3 得到了验证。为清晰呈

现受助者谦逊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画出了在受助者

谦逊高低的不同水平下, 主动帮助行为与能力面子

压力之间的关系图(见图 5)。 
 

 
 

图 5  不同谦逊水平下主动帮助行为对能力面子压力的

影响(研究 2) 
 

为了验证假设 2 和假设 4, 运用 Bootstrap 方法

(重复抽样 5000 次), 本研究考察了不同谦逊水平

(均值±1 个标准差)下表达感恩与能力面子压力的

中介效应。表 7 结果表明, 当受助者具备较高谦逊

特质时, 表达感恩显著中介了主动帮助操纵与同事

关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间接效应量 = 0.11, 95% 

CI = [0.02, 0.19]); 而谦逊水平低时, 中介效应不显

著(95% CI = [−0.01, 0.06])。因此, 假设 2 得到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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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有条件的间接效应 

主动帮助行为→表达感恩→同事关系 主动帮助行为→能力面子压力→同事关系 

效应量 
CI (95%) 

效应量 
CI (95%)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高谦逊 0.11 0.02 0.19 0.02 −0.02 0.05 

低谦逊 0.01 −0.01 0.06 −0.09 −0.15 −0.04 

间接效应的组间差异 0.10 0.02 0.18 0.11 0.04 0.19 

 

持。同样, 当受助者谦逊水平低时, 能力面子压力

显著中介了主动帮助操纵与同事关系之间的负相

关关系 (间接效应量  = −0.09, 95% CI = [−0.15, 

−0.04]), 而谦逊水平高时 , 中介效应不显著 (95% 

CI = [−0.02, 0.05])。因此, 假设 4 得到了支持。 

4  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主动帮助行

为, 探讨受助者在面对同事主动帮助时的情感反应

及其对同事关系的评价。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社会

交换情感理论, 本研究考察了主动帮助行为与受助

者谦逊水平的交互对同事关系的影响, 以受助者的

表达感恩与能力面子压力为中介, 构建了一个“双

刃剑”效应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

当受助者的谦逊水平较高时, 主动帮助行为会激发

受助者的表达感恩, 进而促进受助者与施助者之间

的同事关系; (2)当受助者的谦逊水平较低时, 主动

帮助行为可能引发受助者的能力面子压力, 进而抑

制受助者与施助者之间的同事关系。 

4.2  理论贡献 

第一, 本研究构建了主动帮助行为对同事关系

的“双刃剑”模型, 有助于更为全面而平衡地理解主

动帮助行为的人际影响效应。随着帮助行为研究的

不断深入, 基于受助者是否提出帮助请求, 帮助行

为被区分为反应性帮助和主动帮助(Harari et al., 

2022)。一方面, 尽管关于主动帮助行为所触发的受

助者积极回应已得到大量研究, 但是受助者为何会

产生负面的情感反应尚未得到充分重视(Harari et 

al., 2022; Zhan et al., 2023)。另一方面, 主动帮助行

为同时具有利他和威胁的混合特性, 但是现有研究

会倾向性地仅从主动帮助行为所具有的某一单一

特性出发, 揭示其所触发的人际效应。由于忽视了

主动帮助行为的混合特性, 这些研究得出了相互矛

盾的研究结论, 使得在理论上难以澄清主动帮助行

为的人际影响效应。本研究以情感事件理论为基础, 

从中立的角度将主动帮助行为视为工作场所中的

事件, 揭示了主动帮助行为对何种受助者产生积极

或消极的人际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从单一

的 利 他 或 者 威 胁 视 角 解 读 主 动 帮 助 行 为 的 缺 陷

(Lee et al., 2019), 有助于更全面和辩证地看待主动

帮助行为对受助者的影响效应, 建立起更加系统完

整的理论框架。 

第二,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视角, 厘清了

不同类型(即高低水平谦逊特质)受助者面对同事主

动帮助行为所产生的差异化情感反应, 从而丰富了

我们对主动帮助行为影响受助者与施助者双方关

系过程的认识。以往研究在探讨主动帮助行为的人

际影响效应时, 所采取的理论视角较为零散, 通常

假设其会产生单一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并据此推断

其相应的传导机制(Chi et al., 2023; Harari et al., 

2022)。令人遗憾的是, 学界尚未明晰不同类型受助

者面对主动帮助行为是如何引发差异化的情感反

应。基于情感事件理论视角, 通过引入表达感恩和

能力面子压力这两种对抗性情感反应机制, 本研究

深入洞悉了具有不同谦逊水平的受助者, 是“如何”

产生积极或消极同事关系评价的内在情感机理。这

进 一 步 验 证 了 接 受 帮 助 会 引 起 感 激 的 主 流 观 点

(Lawler & Thye, 1999), 也补充了关于接受帮助会

引发一般负面情感的有限研究(Deelstra et al., 2003), 

为目前主动帮助是否总是有益的争论提供了新的

解释机制。此外, 在现有研究关注自我威胁等个体

内 在 自 我 认 知 对 人 际 关 系 评 价 影 响 的 基 础 上

(Harari et al., 2022), 本研究重点关注能力面子压力

这一综合的消极情感体验在影响同事关系的机制

作用, 为解释组织中主动帮助行为的消极人际效应

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面子作为中国人社会交往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 能够更加巧妙且贴合本土情境地

解释中国员工为何会对主动帮助他的同事做出消

极反应。 

第三, 本研究找到了分离主动帮助行为差异化

影响效应的新“钥匙”。纵观主动帮助行为的已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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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关于增强或削弱主动帮助不同影响效应的边界

因素主要从受助者与施助者外在差异的角度出发, 

如受助者与施助者的相对地位或能力等(Harari et 

al., 2022; Tai et al., 2023)。但是正如 Harari 等(2022)

所言, 帮助互动的个体特征可能会影响主动帮助的

效果。情感事件理论也指出, 个体特质可以调节工

作事件与情感反应的关系(陈云, 杜鹏程, 2020)。因

此, 本研究关注受助者自身的特质因素如何影响其

对主动帮助行为的评价, 探讨不同谦逊水平的员工

在接受主动帮助这一类型帮助行为时所产生的情

感反应及后续对施助者的关系评价。引入谦逊这一

调节变量有助于我们理解受助者面对主动帮助这

一工作事件产生表达感恩和能力面子压力两种截

然不同情感反应背后的内在逻辑, 回应了学者对未

来研究应考察其它可能改变主动帮助效果因素的

呼吁(Harari et al., 2022)。而且, 不同于以往研究探

讨调节变量对主动帮助影响效果的单方面作用, 本

研究发现谦逊决定了受助者何时产生积极或消极

的情感反应, 进而影响主动帮助行为对同事关系的

“双刃剑”效应, 有助于弥合现有研究关于主动帮助

行为具有矛盾人际影响效应的分歧。 

4.3  管理启示 

首先, 本研究发现, 主动帮助行为的人际影响

效果因人而异, 并非总能激发受助者的积极回应。

因此, 管理者要辩证看待主动帮助行为, 不能只着

眼于其带来的益处, 而忽视其可能对同事关系造成

的破坏, 应认识到盲目鼓励员工提供主动帮助可能

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避免出现施助者“出力不

讨好”和“好心没好报”的不良后果。其次, 本研究表

明, 受助者的谦逊水平是主动帮助行为产生积极还

是消极人际效应的关键边界条件。因此, 管理者需

加强对员工谦逊个性的引导和塑造。一方面, 在招

聘环节要有意识地筛选谦逊水平高的新员工, 将谦

逊特质纳入人员招聘的考核标准。另一方面, 要强

化对现有员工的教育培训, 有意识地引导并鼓励员

工保持谦逊之心, 营造谦逊、和谐、互助的团队氛

围。最后, 企业应引导员工正确看待同事的主动帮

助行为, 并建立完善的情绪疏导机制。随着组织中

的工作任务日益复杂, 员工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不

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只有依靠团队成员之间的通

力合作才能实现目标, 主动帮助的提供和接受是提

高团队整体工作效率的重要辅助手段。管理者需引

导员工理解“众人拾柴火焰高”和“孤掌难鸣”的道理, 

消除受助者对主动帮助的抵触和敏感。管理者可以

通过鼓励和奖励寻求帮助、提供帮助和接受帮助的

员工来创造有益的帮助规范, 从而建立良好的组织

协作环境。同时, 企业应加强人文关怀, 关注员工

情绪, 完善情绪疏导渠道, 尊重员工对能力面子的

需求, 从而减轻主动帮助可能带来的负面压力, 促

进组织的和谐发展。 

4.4  局限与展望 

首先, 尽管本研究通过经验取样法探讨了主动

帮助对同事关系影响的动态变化, 并通过情境实验

试图解决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但我们承认研

究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的两项调查均

采用单一的员工自评方式, 可能难以完全避免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同事评价、领导

评价和自我评价等多种数据来源, 以减少单一数据

源带来的主观偏差, 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和准确性。其次, 本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施助者与受

助者的二元互动关系, 未能深入探讨主动帮助行为

在团队协作和组织文化层面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

应进一步探讨其内在机制, 拓展研究结果的广度和

深度。最后, 本研究未对帮助行为的实施方式进行

类型划分。根据资源传递特征, “工具性支持” (直接

提供解决方案)与“发展性支持” (传授问题解决能

力)存在本质差异。前者虽能即时化解工作困境, 但

可能形成路径依赖。后者通过赋能提升个体胜任力, 

但需要更长的作用周期。两类帮助行为在关系建

构、角色认知等方面可能产生差异化影响, 亟待构

建理论模型进行系统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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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mon form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has a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coworker relationships. Investigating this impact is essential with regard to efforts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team environment and facilitate health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lper and the recipient, and most studies on this topic have focused exclusively on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outcomes. We propose to adopt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multifaceted effects of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on coworker relationships. On the basis of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nd the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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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we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s and recipients' 

humility levels on coworker relationships. By identifying recipients' emotional responses, specifically gratitude 

and ability-based Mianzi stress, as potential mechanisms in this context, w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on recipients' coworker relationships. 

We conducted two studies to test our hypotheses. In Study 1, we employed an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employees of several companies in China.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process included an initial, one-time entry survey as well as daily surveys over a period of two weeks. The final 

sample included 507 usable observations that were collected from 53 employees. In Study 2, to enhance our 

ability to draw causal inferences, we conducted a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In this study, we recruited 216 

full-time workers from companies in southern China. These respon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n = 107) and the control group (no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n = 109).  

The above studies supported our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and recipient gratitude was positive when recipients exhibit a high level of humility. 

Furthermore, for recipi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humility,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promoted their coworker 

relationships by activating their gratitude. However, for recipients with low levels of humility, this indirect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We also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and 

ability-based Mianzi stress was positive when recipients exhibit low levels of humility. In addition, for recipients 

with low levels of humility,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inhibited their coworker relationships by eliciting their 

ability-based Mianzi stress. However, for recipi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humility, this indirect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on coworker relationships, thereby helping researchers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manner.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differential emotional reactions of recipients 

with different humility levels when facing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s. This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s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coworker relationships. Third, we identified the humility 

trait of recipients as a new “key” to disentangle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s. 

Keywords  proactive helping behavior, gratitude, ability-based Mianzi stress, humility, coworker relationship 

 


